
从国内的现有研究来看，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有两

个研究视角：一个是“福利”的视角，一个是“权利”的

视角。在前一个视角看来，公共文化服务是一种“文化福

利”；在后一个视角看来，公共文化服务是民众理应享受

的一种“文化权利”。令人遗憾的是，似乎至今没有人对

这两个视角进行理论检讨，只是想当然地、人云亦云地使

用它们。本文将分别对这两个研究视角进行理论检讨，期

望引起大家的“文化自觉”，并建议把“治理”引入公共

文化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仅是文化福利？

翻阅现有的文献和新闻报道，有不少人把公共文化服

务仅仅视为一种“文化福利”，对于他们而言，公共服务

等同于公共福利，作为其中一种的公共文化服务向民众提

供的便是“文化福利”。对于“文化福利”合理性的论证

又主要基于人们的文化需要，认为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人不

但具有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需求，而且还有文化方面的

需求，人们文化需求所获得的满足程度便构成人们的文化

福利。
深圳市在全国较早推行公共文化服务，“文化福利”

的说法也最早见于有关深圳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闻报道，

后来逐渐被国内其他媒体、政府官员、学者所采用。然

而，一旦把公共文化服务视作一种“文化福利”，那么，

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运作往往也会像我国其他公共福利制

度一样，难以克服自身这样一个“惯习”：只注重政府的

供给乃至“包办”，其结果却造成供给与需求的错位甚至

脱节。这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当前为何普遍存在

公共文化服务与民众公共文化需求相脱离的现象。
在我国，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像其他的行政事

务一样，自上而下地贯彻落实到基层政府头上，并最终由

基层政府直接提供给民众。并且，对基层政府公共文化服

务绩效的考核评价，也主要是由它的上级政府说了算。因

此，对于基层政府而言，它往往把公共文化服务当作一种

（上级政府交代的） 行政任务，而不是自身的一项公共服

务职能，现实中他们远没有达到“文化自觉”的高度。也

就是说，对于基层政府而言，实施公共文化服务只是完成

上级政府交代的行政任务而已，所谓的公共文化服务遵循

的不是“服务的逻辑”，而是“行政的逻辑”。所谓“服务

的逻辑”，就是把服务对象———民众当作“顾客”来看待，

民众对服务是否满意是评价服务的主要标准；所谓“行政

的逻辑”，简单地说就是对上负责的逻辑，在这个逻辑里，

民众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是缺位或离场的。“行政的逻辑”，
一般是由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驱动的。来自上级政府的压

力愈强，基层政府就愈加卖力，甚至把它作为一时的“中

心”工作来抓；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一旦趋弱，基层政府

就放松精力，或者做做样子应付了事。在这种行政逻辑牵

引下，基层政府并不在意民众的实际需求、真实想法和评

价，以致许多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脱离了民众的

需要，造成服务与需要的错位乃至脱节，其服务的内容和

项目往往是上级政府的“规定动作”，或者是官员的“想

象”甚至一厢情愿。这样的公共文化服务往往沦为地方政

府的一项政绩工程。
很显然，在我国作为文化福利的公共文化服务，往往

缺失民众必要的民主参与 （其他公共服务同样存在这个问

题）；在相应的制度设计上，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就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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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被人工具性使用，如果没有一定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的规约，又会成为一种公共性的消解力量，从而与通

过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文明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的主旨相背离。公共文化服务从实质上而言既是文化治理的一种

形式，也是文化治理的一项内容。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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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语境中，“权利”往往被工具地使用，它不是积极的

主张，而是消极等要的“东西”。
这一点并非庸人自扰。根据阎云翔在东北农村所做的

调查，以自我为中心的“无公德的个人”正在中国当下许

多地区泛滥开来。阎云翔认为，“集体化终结、国家从社

会生活多个方面撤出之后，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也随之崩

溃，既没有传统又没有社会主义道德观，非集体化之后的

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与此同时，农民又被

卷入了商品经济与市场中，他们便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地接

受了以全球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道德观。这种

道德观强调个人的权利，将个人欲望合理化” ［!］，最终

造成了大量“无公德的个人”的成长。阎云翔的解释未必

是恰当的，但也不是完全“不靠谱”。
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权利本身并不是“自恰的”和

自我生成的，个人的权利与共同体、社会之间始终是一种

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关系。恰如米尔恩 （"#$#%#%&’()）
所言：“这些权利中的许多权利是什么，取决于个别共同

体的情况，如它的生活方式、特定道德、成员身份的条

件、制度与价值。” ［*］ 同时，他还指出，“那种在一切

时间和场合都属于全体人类的权利就是人类作为无社会和

无文化的存在物所享有的权利。既然人类不是也不可能是

这样的存在物，那么，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权利” ［+］。文

化权利更是如此，它与所在的社会紧密相关。
文化权利同样也是一种个体化的东西，与之相对，文

化无疑是一个公共性的范畴，公共文化服务也具有公共性

特点。用个体化的文化权利来论述公共性的文化服务，在

逻辑上似乎有些别扭和怪异。笔者认为，把公共文化服务

等同于一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福利，显然是错误的；把公

共文化服务视为公民应该享有之基本权利，无疑是误导

的。它们都没有把握住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质和主旨。
公共文化服务的主旨，不是这个服务本身以及它提供

了什么样的“公共文化产品”，而是通过它建设文明健康

的公共文化生活。通过公共文化生活的建设，建构公民的

主体价值；通过公共文化生活的建设，培育公民的公共理

性或公共精神。公共精神是公民社会的灵魂。一个社会的

公共精神越发达、越充分，这个社会的环境和氛围就越

好，每个社会成员享有的社会资源和福利就越多。公共生

活的建设可以为构建富有生机的、互相支持的和赋予包容

性的公民社会带来愿景，同时，也能够抵御生活在这个个

人主义时代的一些消极因素。 ［,］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在现代社会里，公共性不是“



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协调和合作，也体现了现代多元合作

治理的精神。作为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文化职能，公共文

化服务理应由政府承担和主导，但是政府主导并不排斥市

场的机制和社会的参与，而是要积极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和现代多元治理要求，充分发挥市场、社会的作

用，使其共同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之中。在公共文化产品

的生产、供给和公共文化具体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优化

公共文化资源的配置，鼓励社会捐资、企业投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拓宽支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的途径，建

立灵活高效的投融资机制，形成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

式多元化的新格局；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

务，大力支持民办文化机构、社会文化团体、非盈利公益

性社会文化组织发展和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最终形成政

府、市场和社会三个主体之间良性互动和有效合作的机

制，以及网络化的社会治理结构。
最后，公共文化服务也有赖于政府体系内部的资源整

合和功能协调，促进政府自身治理结构的转变，形成合

作、共赢的政府治理结构。仅从我国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

涵盖的内容而言，它需要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信息、
财政等部门的协调和合作，只有这些部门之间真正建立了

合作式治理结构，才能达到公共文化服务的最佳价值。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快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研究” （10ZD&018） 的成果，并得到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0-0430） 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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